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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

林 彦*

摘 要 从运行实践观之,法规审查制度存在两大悖论。其一,审查请求权配置不平衡遭

遇激励失灵的窘境。立法者所偏爱的重要机关并未行使审查请求权。与之相反,公民、其他组

织等成为审查建议的主要提出主体。其二,申请资格门槛低与审查实体要求高之间存在张力。

同时,成功的审查个案表明,该制度初步显现出由抽象审查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化的迹象。为了

破解悖论一,立法机关应当慎重评估赋权重要机关的必要性,以避免因长期虚置影响审查制度

的权威。更有效的方案是将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与常委会主动审查进行嫁接。解决悖论二的长

远之计应当包括建立审查建议筛选机制等,但近期不宜建立过于严密的筛选机制,以免造成审

查制度本身动力不足。

关 键 词 法规审查 双重悖论 运行实效 完善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审议了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1〕这也是自系

统设立以来官方首次对该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因此引起舆论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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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本文系上海市2016年“曙光计划”项目“宪法监督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项目编号:16SG12)的阶段性成果。

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

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
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2/27/content_203572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
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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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常委会将该制度定位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宪法性制度设计”,〔2〕同

时也意识到其还存在诸多完善的空间。〔3〕

当前,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已然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明

确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4〕除了正在讨论中的宪法解释制度的程序构建

之外,〔5〕如何进一步完善法规审查制度 〔6〕也理应成为一个必要选项,“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奠定基础”。〔7〕就后者而言,《立法法》修正案已在以下两个方面嵌入了制度补丁:其一是

引入主动审查机制;其二则是建立更为有效的申请回馈机制。〔8〕这两个补丁是否足以进一

步激活法规审查制度、为其武装上“牙齿”,需要在充分盘点该制度前期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做出

客观的评判。

法规审查制度脱胎于法规备案制度。〔9〕《立法法》将其法定化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法制

的统一,……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法规与规章之间互相矛盾的问

题”。〔10〕具体而言,该制度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其一,有权启动该程序的主体广泛,不仅包括

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而且也包括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11〕其二,审查对象有限,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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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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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7日),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1/03/content_203624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
沈春耀,见前注〔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最后访

问日期:2018年7月6日。
参见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

期,第24-38页。
在学界和立法实务界,法规审查制度通常与法规备案制度相提并论,统称为“备案审查制度”。事

实上,两者之间在制度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权威的解释,“备案与审查都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权的范畴,备案属于知情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报送机关有关立法情况的方式,它可以独立完成。审查属

于审议权,它必须在行使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备案与审查性质不同,是立法监督工作的两个环节、两种制

度。”(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沈春耀,见前注〔1〕。
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3款、第101条。
有关制度演变过程,参见钱宁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史、现实与趋势”,《学海》2007年第

3期,第130-134页;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252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说

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立法法》(2015年)第9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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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包括法律,也不包括司法解释;〔12〕其三,

作为一种典型的抽象审查制度,其审查要求或建议的提出只要基于提出主体对法规违法性的

主观判断(“认为”)即可,而不要求以某一具体争议的存在作为基础事实。最后,在处理方式

上,采用制定机关自我纠错(修改)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撤销)相结合。

确立之初,学界曾对该制度寄予厚望。有学者认为,其“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

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13〕也有的评论道,“这是我国民主立法制度化的实质

进步,是完善现行违宪监督体制的重要举措”,“它对维护宪法权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法治立国具有里程碑性的历史意义。”〔14〕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渐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识和揭示。有

人认为,该制度的主要问题包括未将法律纳入审查范围、缺乏对审查后具体处理措施的规

定。〔15〕也有学者则详细罗列剖析了审查的启动阶段、立案阶段、审查阶段、修改或撤销阶段

等各个环节所存在的程序及实体漏洞。〔16〕也有学者专门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审查申请程

序展开研究,并指出其存在“缺乏刚性启动要件”“处理程序不够透明”“过滤程序太多”“缺乏建

议人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必要程序”等问题。〔17〕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四局局长宋锐认为,造成法规备案审查工作不力的原因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程序和工作机构尚不健全,二是观念和意识上的欠缺,包括社

会的监督意识不强以及国家机关之间过于强调和谐而导致的监督废弛。〔18〕有学者表达了如

下类似的忧虑:“缺乏运行制度的基本物质载体———强有力的审查机构及充足的职业化人员配

备;缺乏从制度过渡到现实的阶梯———程序保障;缺少启动与运行制度的发动机———民众的参

与;缺乏与制度配套的责任制度。”〔19〕

面对上述批评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从2004年开始已经着手制度完善的作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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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司法解释也纳入到备案审查的范围之内。此举并不符合《立法法》,值得

商榷。参见沈春耀,见前注〔1〕。
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

5期,第7-14页。
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与不足”,《法学》2000年第6期,第2-14页。
胡锦光,见前注〔13〕,第7-14页。
参见俞江:“试论我国违宪审查程序及其障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第28-32页。
焦洪昌、张鹏:“试论我国违宪违法审查建议处理程序及其完善”,《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4期,第37-44页。
宋锐:“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国人大》2004年第3期,第30-

33页。
宋鹏举、俞俊峰:“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人民论坛》2011年第17期,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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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2015年对《立法法》进行修改,尤其是增加回应机制以及将主动审查

法定化;以及常态化地将该制度实施情况向常委会报告。

进一步推进宪法实施并使其成为制度红利已成为社会共识。我们更应当冷静而审慎地进

行制度设计,尤其要注重对既有制度开展稳健的改革。作为目前最为稳定、最核心的既存制度

环节,法规审查制度的优化升级便成为题中之义。笔者认为,该制度的完善必须基于对制度本

身的全面评价和反思之上,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稳妥方式是通过对制度实践的分析反观立法

设计的合理性。本文通过对若干有影响力审查个案的研究认为,现行法规审查制度存在双重

悖论,即申请主体权利配置错位,以及申请受理资格条件明松实紧。

二、悖论一:审查请求权差序格局与激励失灵

(一)具体表现

法规审查制度的第一个悖论便是审查提出主体权利的错位配置。

首先,《立法法》所倚重的重要国家机关并未积极行使法规审查请求权。《立法法》实施十

八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机关公开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1款提出法规审查请求。2004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四局局长宋锐曾透露,“2003年,常委会收到公民或法人提出的

法规审查建议10件。自立法法颁布以来,我们已陆续收到公民、法人、‘其他国家机关’提出的

审查建议共23件(其中2002年收到10件,2003年收到10件,2004年收到3件)。”〔20〕显然,

仅有公民、法人、“其他国家机关”提出申请,意味着作为《立法法》第90条第1款申请主体的重

要国家机关在此期间却并未提出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副主任田

燕苗2013年在内部交流会议提及历年来审查申请数量时也并未提到任何重要国家机关申请

的具体数字和个案。〔21〕其他学者也已证实这一判断。〔2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也

透露,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没有收到过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23〕重要国家机关的

集体沉默也许是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的。

其次,与上述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重要国家机关以外的主体,特别是公民却成为了最

活跃的审查请求提出者,尽管申请总量也并不高。除宋锐提及的2004年前收到的23份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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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宋锐,见前注〔18〕,第30-33页。
参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会议召开》,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

cn/npc/xinwen/dfrd/sh/2013-12/16/content_181708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
参见陈道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第108-

115页。
沈春耀,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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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田燕苗也透露,“从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以来,共收

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千件左右,最近五年来,共收到各类审查建议336件”。〔24〕时任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同样提到,“2004年5月至2011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共收到各方面提出的书面审查建议1004件。”〔25〕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披露,2009年其

“受理公民、组织提出审查建议86件”。〔26〕此外,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以

来,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2013年62件,2014

年43件,2015年246件,2016年92件,2017年1084件。”〔27〕在1527件中,有1116件是针对

司法解释的。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并非法规审查制度的规范对象,这些针对司法解释提出的审

查申请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法规审查的范畴。因此,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法规审查申请数量

应为411件。综上初略统计可知,非重要国家机关提出的申请总量已经超过1500件。

此外,《立法法》实施以来,律师、法学教授等不断提出各种审查请求,客观上提高了公众对

于法规审查制度的认知。除了产生广泛影响的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劳动教养制度等审查申请之外,有学者曾提出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

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28〕有公民及律师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

例》是否违反《母婴保健法》提出审查请求;〔29〕河南4名律师曾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

管理条例》是否违反《种子法》;〔30〕当然还包括近期所集中披露的包括各地审计条例违反《审

计法》、杭州地方性法规违反《行政强制法》等更为鲜活的个案…… 〔31〕尽管面临程序上的不便

和限制,一些公民还是尝试通过提出审查建议实现权利救济、制度变革的目的。

申请主体参与意愿的冷暖错位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南辕北辙。从制度表述来看,原《立法

法》第90条 〔32〕对审查请求主体所赋予的权利的配置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审查申请制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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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见前注〔21〕。
袁曙宏:“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国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第4

-9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
沈春耀,见前注〔1〕。
参见李慎波:“能否将违宪审查进行到底”,载《法制早报》2004年11月18日,http://news.sina.

com.cn/c/2004-11-18/1702495861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日。
参见廖卫华:“两公民致信全国人大要求审查黑龙江强制婚检”,载《新京报》2005年8月3日,ht-

tp://news.163.com/05/0803/03/1Q7008VF0001122B.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日。
参见谢远东:“四律师上书人大请审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载《法制日报》2003年11月20

日,https://news.qq.com/a/20031120/0001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6日。
沈春耀,见前注〔1〕。
除了增加第三款“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

动审查”之外,该条内容在此次《立法法》修改中保持不变。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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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这些国家机

关,〔33〕为它们提供程序上的便利。这些机关所提出的审查请求可以直接“由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34〕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机关、〔35〕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书面审查申请则要通过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具体而言,这

些审查建议,必须“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36〕第二类审查建议不仅必须先接受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审查,而且是否送请

专门委员会审查并不确定。这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径。“‘要求权’和‘建议权’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提出审查要求是一种正式的审查启动程序,一旦有权机关提出了审查要求,就要进入正

式审查程序。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行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

是否必要。”〔37〕

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做了如下解释:

“这样规定主要有两个考虑:1.如果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其他机关、组织和公民个人发现

法规、规章同法律相抵触时,应当逐级向有权提出审查要求的机关提出,由这些机关依法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提出。2.如果不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发现法规、规章同法律相抵触,而是在其他

方面,如在学习、宣传法律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数量往往很大,如果都要审查,既没有

必要也没有可能。因此,立法法不动规定,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才送有关专门

委员会审查。”〔38〕

由此可见,程序设置存在差异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控制申请流量,而控制流量的原因则是审

查能力的不足。海量的审查申请显然是审查机关所无法处理的,因此,通过设置审查前置程序

的确有助于缓解和降低审查机关的工作负荷。

当然,这种设置可能还有其他并未言表的考虑。这可以从其他类似的程序设置安排中窥

见端倪。例如,在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中,不同提案主体所需经历的程序关卡并不相同。全国

人大主席团被赋予的程序优待最高,代表团或者代表最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等机构则居中,〔39〕类似的设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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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为叙述方面,下文统称为“重要国家机关”。
《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1款。
根据文意理解,此处的“其他国家机关”应指除第99条第1款明确的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

关,如国务院所属的部门、市县级的国家机关等。
《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2款。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同上注。
《立法法》(2015年)第14、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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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中。〔40〕根据提案主体的政治地位及“重要性”程度,不同

主体的提案程序也依次形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程序关卡越来越细密严格的“差序格局”。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提请议会审议的法律案的质

量”。〔41〕在衡量法律案质量时,所涉议题是否成熟、是否需要进一步研究又成为主要的衡量

标准。〔42〕

就法规审查而言,审查请求的质量可能又与所涉议题的复杂性(尤其涉及审查机关与其他

机关之间的关系、社会压力等)、代表性(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影响的范围如何)等实体及程序

因素以外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客观上使得前置程序的设置成为一种必需,特别是

对于国家机构以外的申请主体而言。当然,由于立法者未明确披露这一层面的意图,这仅仅是

一种给予制度分析的合理推测。

申请程序的难易之别也在一定以上表明立法者的制度偏好。具体而言,立法者更倾向于

发挥重要国家机关的作用,因此才赋予它们更为便利的程序通道参与立法秩序的维护。相反,

由于对潜在的申请数量及质量的忧虑,立法者为重要国家机关以外的申请主体提出了更为严

格的程序要求。

不同主体申请所呈现的冷热反差表明,当初立法者期望主要依靠重要国家机关参与监督、

维护立法秩序统一的初衷并未得到实现。

(二)制度成因

重要国家机关为何并未像立法者期望的那样踊跃地参与法规审查呢? 面对如此重要的权

力,这些机关为什么怠于行使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立法设计缺陷所导致的。总的来说,

重要国家机关不积极提出审查申请主要是由于申请程序本身不符合我国国家机关间关系处理

的制度逻辑。

我们有必要再仔细推敲规则的内容。原《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

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在实践中,上述规则的将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某些主体提出审查请求意味着其自身的立法质量存在问题。按照上述规定,国务院

如认为行政法规违反上位法可以提出审查请求。但是,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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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26、27条。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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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发现行政法规存在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其要么本不应该制定此类行政法规,因为其立法

的前提条件是“根据宪法和法律”;〔43〕要么必须在发现问题后自行废止该当行政法规。况且,

审查阶段首先是依赖制定机关的修改。〔44〕因此,有自我纠错机会的法规制定机关没必要再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其纠错。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省级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性法规违反上

位法提出的请求。正如有学者指出,“制定主体或者批准主体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行政

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或者表明提请者的立法违法或者违宪,或者表明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

准和备案者未尽职尽责。提请审查便是自我否定,是滥用职权或者渎职的表面证据,这极大地

弱化了这些主体提请审查的动力。”〔45〕

其二,对其他系统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规提出审查请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慎用监督

权的政治禁忌。根据《立法法》规定,重要国家机关事实上拥有一定的立法监督权,至少是立法

监督的参与权。但它们是否能够毫无包袱、毫无顾虑地行使这项权利则需要考虑微妙的法外

因素。对于由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法规,是否应当提起审查请求尤其值得慎重考虑。中央军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行政法规违反上位法,是否也要提请常委会审查? 答

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强调执政党统一领导、分工不分家等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对其他系统国

家机关开展监督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不揭人短、慎用监督成为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

双赢选择。即便是地位相对超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始终强调要处理好监督与支持的辩证关

系。〔46〕那么,国务院发现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是否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申请? 尽

管国务院比省级及较大市人大地位高,但由于后者的主要监督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也没必要给常委会“添乱”。最后,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发现行政法规违反上位法之后,是否会提

出类似的审查请求呢? 这看起来更加不可能。越级纠错更显名不正、言不顺!

其三,重要国家机关提出审查不仅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不力,而且也影响全国

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主动性。《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均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由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立法机关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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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参见宪法第89条第(1)项、《立法法》(2015)第65条。
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100条第2款。
参见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

131-136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4年),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

wxzl/gongbao/2014-05/27/content_186772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2016年),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6-06/02/content_

199357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
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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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就承担监督这些规范的法定职责,其理应积极履行这一职责,而无需其他主

体为其提供监督线索,否则将意味着常委会怠于履行监督职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常

委会已在被动审查之余逐渐加强了主动审查工作。〔48〕在此背景下,如果常委会仍然无法及

时有效地发现法规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则进一步表明其监督工作开展不力。因此,重要国家机

关保持沉默也是合情合理的。

上述三个问题之所以制约着审查请求的提出,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于审查机制

本身。以暴露问题和准对抗式为表征的审查请求提出模式尽管可以在公民申请的场合得以存

在并顺利运行,但在国家机关间运行则难以奏效。在维护团结、求同存异、强调合作的宏观氛

围下,重要国家机关无法克服心理障碍而主动地参与法规审查活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被

动审查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即有权的国家机关由于与自身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而怠于行

使这一权力,而非有权主体却只能提出法规审查的建议———这一建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

任何拘束力。”〔49〕

其实,如果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无论在《立法

法》制定之前,还是其实施之后,均存在类似的、更为柔性的监督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曾提到,“在以往的工作中,对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

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它们经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提出,要求予以

解答,同时它们又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法规备案的单位,因此立法法赋予它们提出审查要

求的权力。”〔50〕

《立法法》实施之后,中央及地方重要国家机关依然经常通过询问的方式要求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包括上下位法关系在内的问题予以解答。据笔者统计,从2000年7月1日《立法

法》颁布实施至2005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做出164份询问答复。〔51〕

为什么曾经“经常”要求法工委解答问题的机关突然变得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呢? 主要的

原因在于,询问答复采取的是工作沟通的方式,形式较为宽松;而法规审查却或多或少人为地

将申请主体、立法主体对立起来,且又常常置审查主体于尴尬的被动境地。对于这些重要机关

而言,申请权名为受益,实为负担。总之,由重要国家机关申请的制度存在诸多违背我国政治

运行逻辑的因素,“不接地气”是其部分失灵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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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参见宋锐,见前注〔18〕,第30-33页。
陈道英,见前注〔22〕,第108-115页。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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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悖论二:申请资格门槛低、审查实体要求高

(一)具体表现

就非重要国家机关的申请而言,尽管其比重要国家机关的申请要经历更多的程序关卡,但

《立法法》对于申请者资格、申请提出的条件并未做实质性的要求。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只要公

民、法人等“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就可以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52〕提出主体是否为法规的适用对象? 其相关权利是否

受到争议法规的限制和影响? 其是否需要一个具体的案件作为提出审查的前置程序要求? 何

时可以提出审查建议? 是否需要在建议书之外提供相关的证据? 所有这些可能限制申请者资

格的条件均未明确加以规定。换言之,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申请程序,所有针对法规与

上位法之间冲突关系的审查建议在理论上都可以被提出并获得受理。因此,在程序的入口上,

申请主体并不面临任何筛选和淘汰的机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近乎来者不拒的系统。对此,

立法者透露了以下初衷: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是宪法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最广泛的运用者,他们往往

能够在具体运用法律的过程中较先发现问题,立法法规定他们具有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一方

面是考虑到既要保证他们参与对国家的管理,保证他们行使批评建议权;又要避免层层上报、

层层批准、减少公文的运转程序,提高对法规的审查效率;另一方面,既拓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监督渠道,又要切实可行,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正常运转。”〔53〕

然而,与上述开放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历年提出的超过1500份的审查建议中,仅有

3份建议最终导致相关行政法规被废止。〔54〕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北大法学院三博士提

出审查建议,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55〕2009年底,在唐福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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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2款。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近期,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披露,有数百部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在其所开展的专项审查中被清理和

废止。但这并非通过法定的法规审查程序完成。同时,法工委还披露,杭州市在法律规定之外增设“扣留非机

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的地方性法规在法工委沟通之后被修改,7个地方也在沟通之后修改了涉嫌

违反《审计法》的审计条例。(参见前注〔1〕)这些个案的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审查制度的运行实效。但是,
与行政法规相比,地方性法规的影响面毕竟有限。因此,针对行政法规所开展的审查更能全面地反应法规审

查制度的实效。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据法工委上述报告,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针对行政法规提出的审查建议

仅有24件,占总量的2%,同时未披露相关的处理情况。这与同一份报告中所披露的针对地方性法规、司法

解释开展的审查形成强烈的反差。
参见“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废止收容遣送办法”,新华社,http://www.people.com.cn/

GB/shizheng/1024/192223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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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公民抗争拆迁事件之后,沈岿教授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的建议。〔56〕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同时废止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12年,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任建宇案宣判前夕,三位

律师向法规审查备案室提交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相关法规进行审查的建议。〔57〕一年后,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58〕尽管有

些学者更希望法规审查的整个程序链条一体地运转起来,包括更希望看到直接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行使撤销权,〔59〕但由制定机关直接废止系争法规本身也是审查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

至可以说是立法者最乐见的审查工作模式。毫无疑问,上述三个个案不妨被归入成功个案的

范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审查建议均未能获得回应,“石沉大海”〔60〕成为最普遍的结局。

几乎千里挑一的审查率表明,面对因入口开放而产生的海量申请,审查机关事实上必须进

行再筛选,以便挑选出其有能力审查并与制定机关协商解决方案的审查建议,同时淘汰掉那些

暂无法开展审查、无法在共识形成的基础上酝酿解决方案的建议。正如法规备案审查室工作

人员所言,他们“不是不想去反馈。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我们也就成了信访单位了”。〔61〕

从上述三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份来自公民的请求能否被接纳,能否最终导致审查对

象被废止,实际上是由其个案背后所暗含的一些实体性要素所决定的。三个个案反映了一些

共同或类似的实质性要求。

首先,系争法规所限制的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且所影响的人群甚广。收

容遣送制度所限制的是广大农民工的迁徙自由和人身自由。拆迁,特别是强制拆迁对原房屋

所有权人的财产权构成极大的限制和损害。在城市化过程中,旧城区及城郊的房主常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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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61〕

参见张海燕:“北大五学者就拆迁条例向全国人大建议书全文公布”,人民网,http://news.ifeng.
com/mainland/200912/1210_17_146975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参见李勇钢:《专访律师浦志强:为什么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载《华商报》2012年11月23日,
第 A1版。

温如军:“劳教制度今日废止现劳教人员剩余期限不再执行”,载《法制晚报》2013年12月2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3-12-28/14252910662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许志永博士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曾表示,“我们的目标不仅仅限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我们

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启动审查程序,要求有关部门修改或废止这样一个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同

时,我们还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通过对该行政法规的审查建立一套审查程序,逐个审查那些违背宪法和

法律的却至今仍然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促进国家法制统一。”“也有深深的失落,我们期望的违宪审

查程序可能就此搁浅。”参见许志永:“孙志刚之死———公民建议”,http:xuzhiyong2012.blogspot.com/2012/

11/blog-post-679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5日。
语自对《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提出审查建议的赵霄洛律师。参见黎伟华:

“公民个人启动违宪审查机制———谁会是第一个‘幸运儿’?”,《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03X期,第10-11页。
参见“五教授上书建议废止拆迁条例国务院启动调研”,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9日,凤凰

网,http://finance.ifeng.com/city/csjs/20091209/155944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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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强拆的受害者。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比某些刑罚还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其可能适用

的某些情形(如寻衅滋事等)足以使人人自危。相较而言,就平等权等其他权利受侵害提出的

审查建议未能收到相同的制度变革功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权利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无

法同人身权、财产权相提并论。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而言,面对林林总总的权利诉求

和审查建议,择要筛选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实体权利的重要性便成为一把不可或缺的标尺。

其次,申请的提出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导致的命案、激烈抗争行为、诉讼案件所连

带引发的。孙志刚并非收容遣送制度的适用对象,却在收容站被看管人员殴打致死;成都公民

唐福珍、江西宜黄钟如琴等3人不惜以自焚的方式向非法强拆说不;任建宇、唐慧等通过诉讼

的方式合法抗争,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体案件的情节及其影响对建议被采纳可能性的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孙志刚案发生前夕,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曾在两会上建议通过立法规

范收容遣送制度,〔62〕但并未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足够重视。

再次,审查建议的提出正值最高领导层交接或政府治理面临危机。面对海量的审查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何以有意愿积极回应呢? 孙志刚案发生在第四代领导刚刚上任的

2003年3月,又时值“非典”事件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因应措施构成严峻挑战,并一度以更换

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长的方式回应社会的忧虑和质疑。〔63〕劳动教养制度审查建议提出之

时,整个社会对包括“打黑”政策在内的“重庆模式”以及维稳型治理模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反

思。同时,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刚刚产生。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面对治理危

机和改革诉求,破旧立新的制度更替成为新一届政府相对稳妥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度过

危机,而且也是展现新形象的绝佳时机。

当然,由于并非法定要件,以上条件仅仅是审查建议被采纳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具备

其中某一、二个条件并不意味着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将会显出提高;具备所有四个条件也并不

能确保建议一定被采用。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胡星斗教授曾于2003年、〔64〕贺卫方、茅于轼等

学者曾于2007年 〔65〕分别提出类似的审查建议,但均未对该制度的存废产生实质性影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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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参见“政协委员建言:收容遣送不能成为对付民工的手段”,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GB/shizheng/19/20030305/9369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尽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由国务院废止的,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如人们所预

期的那样将上述行政法规予以撤销,但后者实际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2003年6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吴邦国在转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材料上做了题为“切实纠正城市收容遣送工作中的问题”的如下

批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人大法工委可派人参加),切实纠正现城市收容遣送工作中的问题。”两周之

后,该行政法规被废止。参见吴邦国:《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参见胡星斗:“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http://www.aisixiang.com/

data/277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9日。
参见“69名学者上书废止劳教”,载《新快报》2007年12月6日,第A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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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斗教授于2003年6月提出建议,其时机与孙志刚案相似。同时,当年7月,葫芦岛劳教人员

张斌被殴打致死,也曾引起媒体的关注(当然,关注程度无法与孙志刚案相提并论)。为此,时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司法部长张福森等都

对该案作出批示。〔66〕尽管该案与孙志刚案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胡教授的建议并未产生

2012年底三律师建议所产生的影响。这也说明,由于相关规则的缺失和惯例积累不足,审查

建议的处理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从建议的提出到建议被采纳,中间存在着许多规范未涉

及的环节,这些环节对案件的走向和建议的命运也都将产生切实的影响。

三个案件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法规审查制度已经出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实质性制度变迁。

首先,抽象性审查出现了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变的迹象。尽管《立法法》规定的是抽象性审查,不

需要申请者有一个具体的案件或纠纷作为基础条件,但是,三个成功的案例实际上都是由个案

而提出的审查建议。当然,和通常的附带性审查不同的是,三个案例中的审查建议提出主体都

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其次,法律问题政治解决的倾向也很明显。法规审查制度是确保上下位法的协调、维护法

律秩序的统一的一项立法监督制度。《立法法》也已为该制度的运行提出了基本的框架。但

是,法规审查的实际启动和顺利运行却需要诸多法外因素的配合,特别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政治系统为其提供某种润滑剂和解决问题的恰当时机。

(二)制度成因

第二个悖论又该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要设置宽进严出的建议遴选机制呢? 法律问题政治

解决背后的考量因素有哪些呢? 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从制度操作的层面考虑,任何一项纠纷解决制度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甄别和遴选

符合其解决能力的请求。在诉讼制度中,原告资格、诉讼时效、法院受案范围等都是行之有效

的筛选机制。从宪法监督层面观察,许多国家的审查机构也通过多种途径遴选其有能力解决

的问题。由于《立法法》并未设立类似的筛选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在实践中逐渐确定一

些标准。否则,如果来者不拒,法规审查工作根本无法顺利得以开展。

其次,立法上长期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也不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经常使系争法规被

废止或撤销。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需要依赖并发挥国务院及地方人大

的作用,以填补其立法工作的空白。“最高立法机关对国务院的依赖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制度、人员配备、立法程序等根本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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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辰光、唐小羊:“辽宁劳教人员张斌被殴致死案:中央领导作批示”,载《华商晨报》2003年7月11
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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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此,必须借助于立法程序相对简单、工作效率较高的国务院及时补位,发挥制度供给

的职能。”〔67〕706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与240部法律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68〕如果这些行政法规频繁的受到合宪性、合法性的质疑的话,那么国务院的立法的积

极性会大打折扣,而这将会影响法律的产出量,因为在我们国家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法律案是由

国务院系统提出的,而不是人大内部提出的。同样,对于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会

轻易地要求废止或撤销。法规审查备案室工作人员曾经叹过苦经:“难度在于法规备案审查多

涉及国务院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和规章等很多已经成型、生效的规定,怎么去操作,是个问

题。”〔69〕有地方人大工作人员曾经表达了类似的顾虑:“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对相关领

域情况更为熟悉,对如何有效规范有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在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倾

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因此,在加大备案审查工作力度的同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积极主动与

制定机关沟通交流,了解情况,反馈意见,达成共识,尊重制定机关劳动,提高审查监督实

效。”〔70〕

再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立法同样存在问题和瑕疵,因此过于频繁地开展立法监督显得

底气不足。法律并非免检产品,也同样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况。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积极

地针对国务院及地方人大开展立法监督权,而又无视自身立法质量问题,最终立法监督行为的

正当性将会受到质疑。

因此,“从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权力以来,无论是主动审查

为主时期还是被动审查为主的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撤销过一件违宪或者违法的

法规。”〔71〕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8年就宣布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72〕相关的制度建

设任务还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

李鹏同志曾对全国人大常委行使撤销权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他主张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条例、决定),但实际上撤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人大也

从来没有撤销过。因此实现协商很重要。……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主动提出要求,要国务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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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基于询问答复的考察”,《宪法研究》(第10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85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10月),ht-

tp://www.gov.cn/jrzg/2011-10/27/content_197949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
见前注〔61〕。
马涛:“关于进一步做好备案审查工作的思考”,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

rdlt/rdjs/2012-11/13/content_1742870.htm。(作者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
宋锐,见前注〔18〕,第30-33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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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规以前与人大协商,以避免制定以后再撤销。”〔73〕

同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经在回应询问时答复,对于报备案的、存在违反省级地方

性法规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宜采取撤销的方式,而宜通过沟通要求制定机关自行修

改。〔74〕为了避免“造成很大的影响”,降低监督的频次、改变监督的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四、完善建议

悖论一的存在表明,“差序格局”式的赋权惯性在监督语境下出现失灵现象,根本无

法调动重要机关参与法规审查的积极性。对于这些机关而言,赋权规范的形式意义大于

实质意义。由于该项权利至今始终处于冷冻状态,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也很难有激活的可

能性,其规范功能无法得到发挥。因此,该规范继续存在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推敲,否则权

利的长期虚置不可避免的将影响法规审查制度的整体权威。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包括“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

的规范性文件。”〔75〕这也成为《立法法》将主动审查进一步法定化 〔76〕的政策先导。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切实通过加强对备案的法规开展主动审查以及开展专项审查弥补

重要机关参与不足的缺陷,并取得一定的成效。〔77〕

激励失灵现象的存在是否意味着重要机关完全不应参与法规审查实践呢? 笔者并不赞

同。事实上,重要机关在发现和甄别规范冲突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一方面,无论在立法还

是法律实施过程中,这些机关都经常面对各种情形的规范冲突。法律询问答复的广泛运用就

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相对于以维护自身权利为主要诉求的个人及其他组织,重要机关则更

负有维护法制统一的义务,因此其必须在各种履职活动中切实维护上位法的权威。在通常情

况下,重要机关对于规范冲突的敏感性超过个人及其他组织,因为有不少机关本身就负有立法

备案的义务和立法监督的职责。例如,国务院既要将其制定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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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

560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68-

169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
《立法法》(2015年)第99条第3款。
沈春耀,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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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又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78〕在强调“依法立法”〔79〕的时

代,这种敏感性只会加强而很难削弱。激励失灵的原因并不在于重要机关缺乏发现规范冲突

的能力,而是由于现有的制度环境使其无法将所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审查建议。

因此,克服悖论一应当立足于在发挥重要机关甄别规范冲突功能的基础上促成冲突的解

决。笔者认为,更有效的方案是将法律询问答复制度与常委会主动审查进行嫁接。具体而言,

重要机关可以通过询问答复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映其所发现的规范冲突问题,法

工委再将这些问题提请委员长会议讨论后提交常委会会议决定。以工作沟通为主要方式的法

律询问答复制度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规范冲突,而且其非冲突、非对抗的特点完全契合了以寻

求共识与合作为依归的机关间横向关系原则。同时,这一程序变更也部分解决了询问答复所

面临的合法性问题,〔80〕因为最终就法规的合法性做出答复和决定的机关不再是法工委,而是

常委会。

悖论二的存在是制度实践的必然,而非完全由立法瑕疵所致。任何一项救济制度都需要

支付成本、不可能做到来者不拒,对请求做必要的筛选即便不是立法的要求,也最终由处理机

关的工作负荷等客观因素而促成。因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筛选机制的建议。郑磊教授认

为,“各国宪法审查的实践表明,不受启动要件审查的审查申请的存在,使审查部门具有陷入超

负荷境地的隐忧。”〔81〕张翔教授因此提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来完善的宪法案件筛选机

制,完全可以做到既启动违宪审查、充分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又不至于给违宪审查机关

过重的负担,使得违宪审查实际上难以发挥效能。”〔82〕林来梵教授更在近期指出,“尤其是在

个案受理登记和审查结果的反馈制度已基本上建立的当下,建立前置性的案件筛选机制已经

刻不容缓。”〔83〕此类建议也已得到一些同仁的支持,〔84〕法工委也有类似的制度规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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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97条第(3)项、第98第(1)项。
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参见褚宸舸:“论答复法律询问的效力———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机构属性”,《政治与法

律》2014年第4期;林彦:“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去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郑磊著:《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张翔:“宪法案件的筛选机制———我国启动宪法解释的技术障碍的排除”,载许崇德、韩大元编:《中

国宪法年刊》(2012年),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45页。
参见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基础、制度模式与中国路径”,《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8

-91页;王锴、王蔚:“‘潘洪斌等公民就有关规范性文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事件评议”,中国宪治网,

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12518,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8日。
沈春耀,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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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上述建议尽管符合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且被诸多比较法先例所证成,〔86〕但如

何在我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加以实践则需要斟酌。根据法工委提供的最新数据,十二届全国人

大期间,公民及其他组织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提出的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

的审查建议共计90件,年均18件。〔87〕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期受理(82383件)和审结(79692

件)案件数 〔88〕相比,上述数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现阶段公民等其他主体对法规

审查制度的认知和运用能力均有待培育和提升。因此,笔者尽管在原则上认同上述完善方案,

但主张现阶段筛选机制不能过于严密,更不能一蹴而就,防止过度压抑公民参与审查的积极

性。同理,尽管已经出现了抽象性审查向准附带性审查转变的迹象,但目前不宜完全将其改造

成以个案为前提的准附带性、甚至附带性审查制度。此外,在现阶段,学者、尤其是法学学者的

参与对法规审查实践的积极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他们通常并非具体争议的直接当事人或

利害关系人。〔89〕除了针对各地《审计条例》审查实践之外,在多数成功的审查个案中,法学学

者几乎都是申请的提出者或指导者。倘若现阶段即要求申请者具备具体的“诉的利益”,法规

审查制度的成熟将失去一部分最有力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总之,在审查申请数量尚未对审查能力造成过度负担的情况下,暂时维持目前较为宽松的

申请资格和条件不仅有利于确保社会对法规审查的参与,而且也有助于维持和提升该制度自

身的权威。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常委会应当继续提升审查程序和结果的

公开程度,定期向公众公布审查个案的情况并且继续发布法规审查情况的年度报告。

五、结 语

法规审查制度是极具本土化色彩的制度设计。但是,其对宏观制度生态及其原则的过度

迁就造成了赋权激励失灵和重要机关参与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立法者对另一些制

度生态照顾不足。解决这一悖论的出路依然应当立基于本土,通过淡化程序的冲突性激励重

要机关的参与。申请资格门槛低与审查实体要求高之间的张力并非制度设计所产生的瑕疵,

而是制度运行的必然。在调和张力时,我们并不能一味地强调对比较法资源的借鉴,尽管其长

远的制度目标是合理且可期的。相反,在改革时机和路径选择上应当照顾到法规审查制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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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筛选机制比较法资源,详见郑磊,见前注〔81〕;张翔,见前注〔82〕。
沈春耀,见前注〔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8年)。
当然也有例外。提出审查《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申请人潘洪斌毕业于温州大学瓯江

学院法学系。参见邵晨婵、杜晓哲:“温大瓯江学院毕业生因一辆电动车亮相央视专题片”,凤凰网,http://zj.
ifeng.com/a/20170824/5938828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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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成熟度,在确保该制度活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引入各种筛选机制,以避免“因小失大”。

法工委近期倡议,“深入探讨备案审查这一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功

能、地位和作用,逐步构建起备案审查制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为更好开展备案审查工作提

供指导,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奠定基础。”〔90〕本文聊作引玉之砖。

Abstract:Therearetwotypesofdilemmasarisingfromtheoperationofthereviewsystemofregula-

tions.Ontheonehand,theimbalanced,discriminatoryempowermentmodelforinitiatingthereview

processfailstomeetitsoriginalgoals.Importantstateorgans-thelegislature̓sfavorites-haveneverex-

ercisedtheinitiatingright.Onthecontrary,citizensandotherentitiesbecomethemajorinitiators.On

theotherhand,thereexistsatensionbetweenthelooserequirementsoninitiatingthresholdsandtherig-

idsubstantivestandardsforhavingthechallengedregulationsannulled.Inthemeantime,successfulcases

indicatethatthereviewsystemistransformingitselffromanabstractreviewtoacontroversy-based,

concretereviewmodel.Toovercomethefirstdilemma,thearticlesubmitsthattheNPCshallreevaluate

thenecessityofgrantingtheinitiatingpowertostateorgans.AnalternativeistointegratetheNPCSC̓s

exofficioreviewpowerwiththeenquiry-responsesystem.Thelong-termsolutionfortheseconddi-

lemmaincludesestablishingcomprehensivethresholdrequirementsforreviewapplications.Currently,

however,toorigidthresholdrequirementswillpreventthereviewsystemfromthriving.

KeyWords:TheRegulationReviewSystem;DualDilemmas;PracticalEffects;Reform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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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沈春耀,见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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